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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历史的拷问：法律实践中的妇女权利 
 

——读《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研究》 
 

刘英团 
 

    “中世纪的婚姻关系，远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感情的结合，大多是一种利害关系上的

婚姻，也是一种野蛮强制的婚姻。”正如美国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所言，整个封建制婚姻大都

是利益驱使的结果，情感所占的比重很是微小。“无论哪个社会等级的妇女，在经济来源和法律

身份上都是从属于父权制的权威与控制的，因此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无法自由选择婚姻，可以说在

婚姻开始和进行中都是被动的”（孙继静《弃夫离婚：中世纪妇女的反抗》），不仅她们的婚姻生

活是“残酷的、充满恶意的、缺乏沟通的”，夫妻关系更是“一种等级关系”。“明镜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以史为鉴，向史而新，在新著《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

史研究》中，青年学者赵刘洋博士以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剖析了清代、民国与现当代中国妇女在婚

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益保障上的差异

性。 

    “父母之命”“三从四德”“发乎情，止乎礼”“曰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等礼法束缚，及

《大清律例》对臣民的“法”的要求，制约或规范着妇女的婚姻生活和两性关系。在清代的法律

表达中，妇女被预设为两种形象，或是“舍生取义”的“贞节烈女”，或是“不孝”“犯奸”的“悍

女荡妇”。底层社会的贫穷、妇女的懦弱和法律对贞节的强调，是封建社会大多数妇女所面对的

三个互为相连的社会现实。一是“无论官府还是社会中都非常重视妇女的贞节道德”。古人云，“女

子大事，不外贞孝节烈。”在这样一种极端强调妇女贞节道德的社会中，弥漫着一种轻生的风气，

因为“贞节名声比生命更为重要”。二是由于经济地位和权利意识上的绝对依附性，面对这种处

境，大多数妇女总是逆来顺受地接受，即便生活如同监牢般不堪，仍努力维持着并不幸福的婚姻。

三是在注重贞节伦理的社会里，“受旌建坊为无上之荣焉”，法律还把“对妇女的贞节道德限制纳

入法律中”：“道德法律化”使得妇女的选择受限，一些“内心羞愧没法见人”的妇女“被迫”选

择自杀。 

    作为一种失范的社会行为，男权体系和男性话语权基本决定了妇女在法律权利和社会地位上

的从属性，“她们动辄成为家庭、家族和社会的牺牲品”，并“成为她们自身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行

为”（李华丽《清代妇女的家庭生计问题研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

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通过对清代妇女自杀问题的细致考查，赵刘洋不仅辨析了“滞

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对妇女自杀的影响，并以清代档案记载的史实论

证了女性自杀行为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首先，法律鼓励妇女在贞节道德受到侵犯时选择自杀，

并把对妇女的保护与贞节道德联系起来；其次，法律严酷惩戒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使得妇女在

潜意识里接受了男权施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第三，“妇女所受封建压迫更加系统化、具体化”（冯

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法律对妇女不切合社会实际的道德规定促使

妇女趋于自杀。 

    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政治生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清代女子，从出世到死亡，一项

项制度、风俗，一股股封建势力，或让她们感到窒息，或使她们艰难竭蹶。“封建社会中贵贱对

立极为显著，为封建关系所必具之基础”（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处于“礼”“法”冲

突中的婚姻生活，都被传统社会制度设下的规条拴缚起来。费孝通先生把这种建立在差序格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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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社会，称之为“礼治”社会。“礼治”社会的“礼”，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或道德，“礼

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一般的社会。”“礼治”社会的“礼”，

是很“野蛮”的，并不带有“文明”“慈善”的痕迹，反而是可以“杀人”的。从婚姻立法来看，

清代主要延续了既往的法律，不仅重视“婚姻中的社会等级”，违背社会等级规范及不符合“礼

义”的婚姻都无法获得认可，甚至被强制“离异”。倘若“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

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造成了许多悲剧。 

    “清代关于婚姻关系的构造，并非基于平等人格的男女感情的结合，其主要将妇女视为夫之

附庸”，“法律关于婚姻中的妇女地位的规定⋯⋯反倒将那种视妇女为男性的附属物的观点作为理

所当然。”正如赵刘洋所言，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庸，清律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家庭内部，妇女⋯⋯

实质上是‘家庭奴隶’及丈夫的‘生育器具’，甚至还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权利，被当作财产出

卖”（冯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首先，无论买主还是卖主，他们都显

示出将妇女视为其财产的心态。他们对财产本身的关注甚于对妇女境遇的关心。其次，在离婚案

件审判中，妇女离婚与否的权限在于官府而非妇女本身。对不符合“礼义”婚姻的“强制离异”，

法律着重考量妇女是否违背“贞节”伦理，而不是妇女的现实处境。第三，无论是暂时结束婚姻

而保留赎回权利的“典妻”还是买卖离婚的“卖休”，妇女都是被作为“物品”流通。即便“离

异归宗”，由于她们对婚姻没有“自主性选择权”，家尊长“择户另嫁”仍可能使其再次重返不幸

的婚姻。 

    由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国时期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

法律也从原来重视“礼义”逐渐向“人格”转变。需要强调，民国时期的法典所确立的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的原则，只不过是婚姻法近代化演进的表象特征。“过不了就离婚”，依然在强大的封建

势力下败下阵来。激进的革命思潮，近代化的法律条文，在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面前，依然无法

占据强势。究其原因，除了新的法律对乡村社会影响有限，男女不平等的习俗仍然存在外，男性

仍然可以利用法律限制妇女的权利。一方面，尽管法律扩展了妇女在家庭纠纷中的选择权，但由

于“‘妾’在法律实践中被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妇女的离婚诉讼请求法院往往以缺乏“法定理

由”而驳回。另一方面，妇女的婚姻仍然由家长支配，“假若夫妻不和而双方同意离婚，男不满

30 岁，女不满 25 岁，须得到父母的允许”。即，“由于社会观念的延续，民国法律在社会实践中

的具体效果多有限制”，不仅法院判决离婚的案件相对较少，妇女离婚案件在法院审理的民事案

件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所以，“离婚自由对解放妇女固然极其重要，但如要谋他的实现，仍非

女子有地位改善和养成能够自立的实质不可。法律上许可女子有这样的自由，固然极其重要，但

能够享用这自由的，仍然只限于有实际能力的少数人。因此打破妇女隶属于人的观念和获得经济

能力便见得重要了。”（高山《离婚自由与中国女子》）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社会所关心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始终是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2022年，

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依法保障“她

权益”，以法赋予“她力量”，妇女的权益与家庭、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在该书中，赵刘

洋不仅较为全面地吸收了中外学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权威成果，还在研究方法上连接了法内

与法外的视角，并试图把法律（及司法实践）置于社会或时代背景中，以观察法律与社会诸种因

素间的复杂运动；以史为鉴，向史而新，该书贯穿了历史与当代实践，不仅立体呈现了近 300年

来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社会史，还全方位地展现了法律与社会、与历史间的复杂纠缠，以及具体

人物和事件背后的深刻历史内涵，揭示了诸多近世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利的保

护或损害等方面的悖论性事实，并对妇女的公平待遇的追求尚有待在实际运作和法律条文中逐步

澄清和概括。 

    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社会男女平等的缩影。在该书中，赵刘洋以扎实的文献资

料论证了清代以来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从“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律实践中

的妇女离婚”“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与“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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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政治：当代中国离婚法律实践中的房产分割”等角度展示了中国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与法

治进步。首先，法律打破了“父权制”对妇女权利的限制，“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

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提高了子女在婚姻选择中的自主权，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提

高了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其次，摒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强调权利义务的双向性，促进

妇女发展、保障妇女权益，不断增强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三，“婚姻家庭受国家

保护”，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彰显了国家对婚姻家庭的坚定守护，是中国妇女权益法律保障更加

具体化、制度化、体系化的一个缩影。 


